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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助理教授 

 

摘  要 

 

王世貞的復古理論具有相當程度複雜性，並非「摹擬」兩個字可以簡單概括，

其中亦包含了重振世風及建立理想文化型態的思想。王世貞的詩文論特色在於勸

人多讀書，除了注重「師匠宜高」的原則外，亦提出「捃拾宜博」的主張。由於

帶有重振明代文學的需求，王世貞的復古主張必須取證於經典，因此其詩文論偏

向於回顧歷史，具有「智識主義」的精神。明代文學風氣的演變，與其取士之法

及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有密切的關係，在王世貞的著作中，有相當的篇幅批判

科舉制度及王學末流對社會風氣所帶來的不良影響。關於科舉方面：由於科舉制

度的弊端，造成明代的讀書人以獲取功名為目的，平日研讀除了考試之規定範圍

之外更無他書，造成眼界疏淺，即使中進士後亦缺乏廣博之學問。因此王世貞提

倡復古，具有以古文辭的廣博以對抗科舉制度所產生的淺狹不博的時代意義。關

於王學的末流方面：王世貞反對的是完全拋棄見聞之知，過度強調不學不慮，又

不注意生活細節的思想。王世貞與泰州學派諸子的主要相異之處，在於強調知識

學問的基礎對振奮世風的作用。由王世貞批判科舉弊端與王學末流的意見，可以

發現王世貞復古主張具有對文化進行復興與改革之目的。 

 

 

 

關鍵字：王世貞、復古、科舉、王學、智識主義、文化改革 

 
 



文學新鑰   創刊號 
 
 

 2

一、王世貞與其復古主張 

 

明代文學的復古思潮，以前後七子主導文壇時達到最高峰，從弘治（公元1488

年至公元1505年）、正德（公元1506年至公元1522年）、嘉靖（公元1522年至

公元1566年）、隆慶（公元1567年至公元1572年），直到萬曆二十二年（(公元

1574年）1百餘年間，文壇風氣籠罩在復古派的勢力之下。其中尤以後七子的王世

貞（公元1526-1590年）主盟文壇時，聲勢最為顯赫2。 

明代提倡復古的前後諸子之中，前七子除了徐禎即的《談藝錄》之外，李夢

陽及何景明兩個最主要的人物皆沒有專論詩文的著作，後七子領袖之一的李攀龍

論詩文的文字也不多，除了《滄溟先生集》中的題記序跋之外，僅有選本《古今

詩刪》呈顯其詩學觀點3。而王世貞著作繁富，除了八卷專門論述詩文見解的《藝

苑卮言》外，尚有大量的討論詩文創作的序跋書信收錄於《弇州山人四部稿》及

《弇州山人續稿》中，因此《四庫全書總目》卷二百七十二稱其文集之富是「後

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由於王世貞著作數量繁多，歷來反復古主張者對二李

的批判雖比王世貞還要嚴厲，然而王世貞對明代文壇的影響也是持復古主張的其

他諸子所難以比擬的，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王尚書世貞》說他的影響力是

                                                 
1 當然，以確切年份描繪文學活動的起始是相當困難的，萬曆二十二年作為復古思潮的斷限是以
後七子中最為老壽的吳國倫（公元1524年至公元1593年）的逝世年份為依據。以影響力而論，
自王世貞去世後，吳國倫繼承了王世貞的文壇盟主地位。由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吳國倫」條
（卷十三、頁390）說道：「明卿在七子列，最為眉壽。元美即世之後，與汪伯玉、李本寧狎主齊
盟，王李既沒，海內不敢違言，劉子威、馮元成、屠緯真輩，相與附合之。《甔甀》、《太涵》、《大
泌》等集，幾與《四部》爭富。」吳國倫卒後兩年（1595年），袁宏道作〈敘小修詩〉提出「獨
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標誌著另一個詩文思想觀念的誕生。（請參閱王運熙、顧易生主編，
袁震宇、劉明今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明代》頁425）由此從文獻資料及年限上的比對可知，
當時公安派尚未形成足以和七子派抗衡的勢力，因此以暫定吳國倫逝世的年份為復古勢力之高峰
期。另外，簡錦松先生也以「洪武—天順」、「成化—嘉靖中期」、「嘉靖中期—萬曆中期」、「萬曆
中期—明末」，「為明代文學研究之四階段」，請參閱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序說》，頁3。 
2 王世貞在後七子的另一領袖人物李攀龍（1514-1570）辭世之後，主盟文壇近二十年。根據《明
史‧王世貞傳》（卷二百八十七，頁4934）記載：「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
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
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而藻飾太甚。晚
年，攻者漸起，世貞顧漸造平淡。」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王尚書世貞》說道：「元美弱冠登朝，與濟南李于鱗修復西京大歷以上之
詩文，以號令一世。于鱗既沒，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足以
翕張賢豪、吹噓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莫敢後至。操文章之柄，登壇設
墠，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內，毀譽翕集，彈射四起，輕薄為文者，無
不以王、李為口舌。」 
3 關於李攀龍的著述，請參閱許建崑師：《李攀龍文學研究》第一章〈緒論〉，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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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未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三亦云：「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

指出實際上影響明代中葉詩文創作風氣最深者應是王世貞。 

由於王世貞對文壇的影響力很大，故論者亦以有明正統文學之疲弊怪罪於王

世貞，如《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二五‧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七二、

頁1508）所言： 

 

故其盛也，推尊之者? 天下。及其衰也，攻擊之者亦? 天下。平心

而論，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氏李、杜；自世貞之集出，

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後生小子不必讀

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 》，每遇應酬，頃刻裁割，

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

云云。 

 

即指出王世貞對明代文壇影響之大，除了在文學主張上是「推尊之者? 天

下」、「攻擊之者亦? 天下」，造成全國性的影響之外；其文學創作也成為剽竊摹

擬的對象。而所謂「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之剽竊

結果，正是目前多數學者所認為的明代詩文缺乏獨創性之特色。 

然而，進一步從王世貞的詩文理論進行理解，發現其內容與一般學者的認知

有很大的差距，如有關於摹擬的部份，王世貞也強調「剽竊模擬，詩之大病」4，

並認為創作應以情感為基礎，提出「有真我然後有真詩」5。如此看來，王世貞的

復古理論具有相當程度複雜性，非能以「摹擬」兩個字可以概括，其中似乎也包

含了重振世風及建立理想文化型態的思想。 

余英時先生曾在〈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一文中，認為清代學術

重視知識(即考據與義理)的傾向，實濫觴於明代中葉之楊慎與焦竑之智識主義，

因此主張在一般上認為明代因心學盛行而籠罩在「反智識主義」思潮下的看法宜

有所修正6。雖然余先生的研究是針對宋明清三代思想的傳承性而發，然而其所指

                                                 
4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藝苑卮言四〉。 
5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五十一〈鄒黃州鷦鷯集序〉。 
6 請參閱余英時先生：《歷史與思想》，頁87-119。 



文學新鑰   創刊號 
 
 

 4

出明代思想有重視知識的伏流是值得重視的；蓋著重學力是復古派的特色，這個

特點在王世貞的詩文創作工夫論中更是特別重要。 

王世貞嘗批評韓愈之復古是：「欲求勝古而不能勝之」，即未能臻於極致，而

其原因在於「? 公於六經之學甚淺，而於佛氏之書更鹵莽，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

迎刃也。」7認為其學於書有所未窮，在知識方面尚有不足之故。由於王世貞的詩

文論特色在於勸人多讀書，除了注重「師匠宜高」的原則外，亦提出「捃拾宜博」

的主張。在實際創作中，王世貞也積極地朝集大成的「大家」境界邁進：「所願更

益充吾學，養吾氣，氣充而學富，遇觸即發，有叩必應，吾常操彼之柄以投之，

而不受彼役，乃足稱大家耳。」8故其創作之多不僅在數量上，也在眾體之兼備，

因此朱彝尊說他是：「惟病在愛博，筆削千兔，詩裁兩牛，自以為靡所不有，方成

大家。」9雖然知識之廣博與創作品質不見得有直接的關係，然由此可見到王世貞

重視學力之意識。此外，王世貞除了文學家的身份，亦是明代傑出史學家，《四庫

全書總目》認為他的歷史著作「於當時國事是非及賢姦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

史法」、「可與正史相參證」，並能「辨析精覈，有裨考證。」10在《弇州山人四部

稿》卷一百四十四〈藝苑卮言一〉當中，王世貞更進一步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

已」，把《六經》看成是「史之言理者」，由於研究歷史，所以王世貞主張博古通

今，認為「夫士能博古故善，其弗通於成也，古則何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以今

而誚我，其失究同也」，古與今不能只執一端，「由古道而變今俗，然則通今之士

可少哉！」11博古而通今，由古道而變今俗，這是王世貞治史的理想。由於博古的

需求，必然強調考證史實，以察「衰中有盛，盛中有衰」所含之「機隙」12，按照余

英時先生的說法，亦可說是具有「智識主義」的精神。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

為何王世貞論詩文偏向於回顧歷史，由於重振明代文學的需求，其主張自然必須

取證於經典，因此必然涉及對歷史文獻進行考察。 

王世貞之所以致力於提倡古文辭，也與其個人的生命情懷有很大的關係，從

                                                 
7 請參閱《讀書後》卷三〈書韓文後〉。 
8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八十一〈答華孟達書〉。 
9 請參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三「王世貞」條，頁382。 
10 請參閱《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一〈史部．雜史類〉，頁 466。 
11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九。 
12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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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文學對王世貞而言是件足以安身立命的事業，所以他在〈王氏金虎集序〉中論

文學，認為「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舉也」，「夫君子得志則精煥而為功，

不得志則精斂而為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微權者也」，並主張文學之有益於治亂，

即如「季札所陳興衰大端」13，在這樣的體認下，提倡古文辭自然便具有治療社會

弊端之意涵。因此，我們不能把王世貞的復古當成是純綷的文學運動，也必須注

意其欲除弊佈新的文化意義。 

明代文學風氣的演變，與其取士之法及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有密切的關係，

在王世貞的著作中，有相當的篇幅批判科舉制度及王學末流對社會風氣所帶來的

不良影響，在本文接下來的論述，我們將分析王世貞批判科舉制度與王學末流的

內容及其意義。 

 

二、科舉制度與社會風氣 

 

黃宗羲在《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總結明代的整體文學成就

時，認為明代文章「不能如前代之盛」，其原因是：「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

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把文風不振的責任歸咎於明代的科舉制度。 

《明史》卷六十九〈志第四十五．選舉一〉 （頁1119）云： 

 

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 曰銓選。學校

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

才盡于是矣。明制，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

目也。其徑由學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亞也，外此則雜流矣。然進士、

舉貢、雜流三途并用，雖有畸重，無偏廢也。薦舉於盛國初，後因

專用科目而罷。銓選則入官之始，捨此蔑由也。 

 

這裏所謂的「科目」是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

                                                 
13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王世金虎集序〉。王世貞云「季札所陳興衰大端」，其事
出於《左傳‧襄公29年》，吳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時所下各國「 興衰大端」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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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五經命題試士14。以上文字說明了除明代前期於由人才上的立即須要，任官

可由薦舉之外，永樂以後(公元1425年—)，明代的任官條件是必須由科舉出身。

此後天下人才有志於致身廊廟者，都必須具有進士出身，才有可能擔任較高的職

位15。學校則可分為國學（即北京與南京的國子監）、府學、州學及縣學，是專門

培育人才以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構。在這樣的制度底下，入學是為了攻讀舉業，士

子任官至少必須具有舉人的身份，或經過國子監的推選。由此可見，士子進身的

最重要條件是必須能夠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因此科舉考試的內容對一般讀書

人具有深遠的影響。 

關於科舉考試的內容方面，《明史》卷七十〈選舉二〉云： 

 

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

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

之。後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

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

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 《春秋》主左氏、公羊、

豰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頒《四

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

記》止用陳澔《集說》。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

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由考試的範圍看來，由明朝早年的初簡發展至以後而趨於繁複，最後的定式

除儒家之五經義及《四書》義共七道外，也考「論」、「判」、「詔」、誥」、「表」「內

科」、「經史時務策」等應用文共十二道，以測試考生除了經義之外，在公文往來

                                                 
14 請參閱《明史》卷七十〈選舉二〉頁1331：「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
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 
15 另外一個當官的途徑是國子監的監生，《明史》卷六十九<選舉一>記載：「府、州、縣諸生入國
學者，乃可得官。」明制，除獲進士第者可依名次授較高或較重要職位之外，由國學出身者的官
位皆不高；《明史》卷七十〈選舉二〉云：「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
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
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
授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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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及時事應變方面是否也具才幹。以考試科目觀之，還是《五經》義及《四書》

義佔有相當高的比重，而且並無文藝性較強的科目如詩、賦、序、記等16。除此

之外，在考試的作答上尚有嚴格的標準，永樂以後只用《四書五經大全》，並停

用張洽《傳》，顯示標準採納範圍更進一步縮小，相應的士子的思考方式也較受

限制。 

除了以上的範圍及內容之外，考生還必須配合科目的特定格式： 

  

其文略倣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

之制義17。 

 

八股文是專為科舉考試設置的文體。八股文的結構分為兩部份：題前及正

題。題前部份有「破題」、「承題」、「起講」等，主要內容在於解釋題義，說明題

目所包涵的思想內容，並由此引出自己的見解。「正題」必須根據規定範圍內的

《四書》義及《五經》義進行闡發，表現考生對經義的暸解。在形式方面要用對

偶，通常要有「起二股」、「中二股」、「後二股」、「束二股」，作成八股。八股之

後要作結語，以照應全文。因為要求對偶，所以「起」、「中」、「後」、「束」等股

都可說是一對長長的對聯18。 

明代科舉的範圍限定為四書五經，又規定八股文的格式取士本無大礙19，然

又規定必須「代古人語氣為之」，而且其創作目的又以功利為取向，則未免把個

人的發揮空間拑制得動彈不得20。這種考試方法一定，讀書人捨此之外另無進身

                                                 
16 詩、賦、序、記雖在科舉考試派不上用場，但在庶吉士的選拔上卻是重要的。《明史》卷七十〈選
舉二〉云：「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選或否⋯⋯請自今以後，
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令新進士錄平日所作論、策、詩、賦、序、記等文字，限十五
篇以上，呈之禮部，送翰林考訂。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許投試翰林院。擇其辭藻文理可取者，按
號行取。」選拔庶吉士標準兼及「辭藻」及「文理」，似比科舉考八股文更重視文學上的表現。 
17 請參閱《明史》卷七十〈選舉二〉。 
18 請參閱王凱符：《八股文概說》，頁 3，頁7-22。 
19 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皆為明代的八股文大家，而茅坤甚至在〈復王進士書〉中說：「苟得其
至，即謂之古文亦可。」可見對部份人而言，八股文還是有其揮灑的空間。然而弔詭的是歸有光
雖亦被目為時文高手，與王鏊、唐順之、胡思泉並稱「時文四大家」，但卻屢試不第。王世貞在《讀
書後》卷四〈書歸熙甫文集後〉說道：「余成進士時，歸熙甫已大有公車間名，而積數年不第。每
罷試則主司相與? 恨，以歸生不第，何名為公車！」足見寫得好未必能考上。 
20 由於題的範圍只在四書五經，其字數意旨本就有限，時間久了又要避免考題重覆，又要避免考
生熟讀考古題而考不出程度，於是便在考題的部份產生了不合理；無從理解的現象，如此一來更



文學新鑰   創刊號 
 
 

 8

之階，造成天下英才便把全副精力投注在場屋之業，專注於四書五經之中。 

依照明代的常例，科舉三年舉行一次，成化之後(公元1465年—)，每次只取

三百名，相對於全國廣大的讀書人口而言，其競爭是非常激烈的。由於學校的設

立是以訓練監生或生員考取科舉為目的，因此其內容也與科舉考試一致，其授課

目的當然是以考中進士為目標。《明史》卷六十九〈選舉一〉說道： 

 

所習自《四子》本經外，兼及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御

制大誥》。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

科二道。 

 

其教授之法，是以「會講」、「復講」、「背書」、「輪課」的方式進行21。這情

況到明中葉以後，科舉考試日益形式化，官學生員一心于八股舉業而無暇顧及其

他學問。學校的教學活動很少進行，只管月書季考，因此學校的教育職能便日漸

淪喪。 

此外，學校對諸生在生活上的限制相當嚴格，規定所有生員「夜必宿監」，

有故外出必須先向教官報告，然後在齋長的帶領著下親自向祭酒請假。另外，因

省親或畢姻回籍的時間也不能過長，其期限以路途的遠近為標準。以上條規如有

違反，情節重大者會被處以重罰。由此可以暸解有意於仕途的讀書人，除了天賦

高或運氣較好可以早日登第之外，大部份人無論在思想上或行動上，勢必要受此

層層的束縛22。 

關於這個現象，明人已多有批評，其中態度最激烈的要數顧炎武，其〈生員

論〉說道： 

 

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捨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

                                                                                                                                        
使得考得上未必是學問好的情況。如大陸學者金克木先生在《說八股》中指出破題的作法和猜謎
極其相似，因為「破題」的文字不能和題目重覆，並且要解釋題目，因此就像燈謎的謎面一樣。
然而題目有時候卻因為避免重覆而顯得「荒謬離奇」，如把《中庸》中的「黿鼉蛟龍魚鱉生焉。」
截去五個字，而出「鱉生焉」作為試題。考生在莫測高深之下，只好語帶雙關地作破題曰：「以鱉
考生，則生不測矣。」(請參閱金克木《說八股》頁8 - 12。) 
21 請參閱《明史》卷六十九〈選舉一〉。 
22 關於學校的生活規約，請參閱《明史》卷六十九〈選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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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

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

即以有用之歲月，消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

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唯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

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

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

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23。 

 

顧炎武認為治時文者捨大取小，廢能夠經世致用的經書、先儒之注疏及前代

之史不讀，而使大部份讀書人的時光浪費在考場上。即使由此而獲取功名，也因

時文的膚淺而不能任天下之大事。因此顧炎武認為時文是致使明朝滅亡的罪魁禍

首，所以他在《日知錄》卷十八中疾呼：「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

亡。」 

顧炎武可能是因明朝的覆亡而提出似乎過於偏激的說法，然關於科舉考試的

方式限制士人思想，使得不能獲取真才的弊病，曾任翰林院孔目的何良俊也持有

類似的看法：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注疏，而參以程朱傳注。成祖既修《五經四

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說， 而專以程朱傳註為主⋯⋯自程

朱之說出，將聖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略加敷衍，湊成八股，

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

才，其可得乎？嗚呼24。 

 

認為讀書人為了要取得科第，便可能依循科舉考試的規定把「聖人之言死死

說定」，如此便等於是割裂經典，反而對聖人之說無所體認，而國家也得不到真才。 

然而，更嚴重的是這種考試方式終將埋沒真正的人才，使之無出頭之日： 

                                                 
23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卷二〈生員論〉。 
24 請參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經三》卷三、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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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讀舊文字之人，一用；則躁競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會，而

體認經傳之人，終無可進之階。祖宗良法美意天淵矣，其流弊一至

於此，痛哉痛哉25！ 

 

夫用傳註以勦取科第，此猶三十年前事也。今時學者，但要讀過經

書，更讀舊文字千篇，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夫讀千篇舊文，便

可榮身顯親，揚名當世，而體認聖經，窮年白首，饑凍老死，迄無

所成。人何不為其易且樂？而獨為其難且苦哉！人人皆讀舊文，皆

不體認經傳，則五經四書可盡廢矣。嗚乎，有天下之責者，可不痛

加之意哉26！ 

 

案何良俊在科場上並不得意，他並未中過進士，僅是以歲貢生入國學，再由

此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是個自負的人，對於如此的小功名自然並不滿意

27，因此有可能以上述文字發發牢騷，借以抒發自己有才而不得中舉的悶氣。然而

他說「人人皆讀舊文」是符合當時的情況的。歸有光在〈乙未會試雜記〉云：「蓋

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為何物矣！」28，更進

一步指出一般士子專門背誦坊間參考書應考，甚至連《五經》亦棄置不讀。一般

讀書人這種捨本逐末的態度自嘉靖以後，由於印刷術及商品經濟的發達，造成坊

間科舉參考書泛濫的現象之後更為普遍，大部份應舉的讀書人趨於熟讀坊間舊文

而影響了其對四書五經的理解。棄經典不讀，鑽研坊間舊文的情況到了萬曆年間

更為嚴重，為此禮部尚書沈鯉在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六月，因「科場文字漸

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所習，更益怪異不經」，而上疏請「嚴禁約以正人

                                                 
25 請參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經三》卷三、頁23。 
26 請參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經三》卷三、頁23-24。 
27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何孔目良俊》云：「少而篤學，二十年不下樓，或挾筴行游，
忘墮坑岸，其專勤如此。與其弟良傅，字叔皮，同學。叔皮舉進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良俊)
以歲貢入胄監。時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湛冗長，
鬱鬱不得志⋯⋯居三年遂移疾，免歸海上。」 
28 請參閱《震川先生集．別集》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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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29。 

這樣的情況當然直接就影響到作學問的態度，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就曾指出

科舉敗壞文風的問題。王廷相在山東、四川任提督學政時針對當時的士風及文風，

寫了一道策問： 

 

夫自科舉以來，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為學者，一切為文辭之工，

以應上之求；雖日教以《六經》、孔孟道義之實，然不工於文，則

無進身之階，而士之習固自若也30。 

 

指出士子修習《六經》的目的只在於功名，因此便捨棄「孔孟道義之實」，

只求工於文辭，於是士風更壞31。 

何景明在〈師問〉一文中更是強烈的批判士風之壞，不只是應舉的學子墮落，

而是上下整體結構的問題，甚至連教師也因科舉的需要而失職於教育： 

 

古也有師，今也無師。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裁句，

                                                 
29 請參閱《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四〈科試考四〉，頁3644-3651：「為士風隨文體一壞，懇乞聖明
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制清吏司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
習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
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
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于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
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萬曆十五年(1587)二月初六日⋯⋯沈鯉等具題)」過了三天之後，神宗下
聖旨著令執行。 
30 請參閱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六〈策問第十〉。 
31 其實對於考官來說，舉業文字的水準也是日益趨下，如《弇山堂別集．科考二》卷八十二，(頁
3570)記載：「嘉靖十一年(1532)⋯⋯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磔裂，壞文體
者擯不得取。詔可。」《弇山堂別集．科考二》卷八十二(頁3644-3652)記載：萬曆十六年沈鯉在〈士
風一壞，懇乞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疏〉指出「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其現象是：「臣等初
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為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史》、《漢》窮
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淳、離經叛道。
文章之流，弊至是矣。」認為這是學風敗壞之故，所以人人務求文字奇詭而無真材實學，這些考
生的文章是「文體則? 循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為妙；以艱澀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
見之字謂為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為玄解。⋯⋯及一一細與鮮明，則語語都無深識。」這些
文字都有違「惟務直述，不尚文藻」的標準。在這種情形下，沈鯉認為解決之道是：「頒行文體為
式，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于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句語者，
即使文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從作學問的
角度而言，這是一種墮落，然從明代社會思想變遷的方面來說，「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
用之」的情況，不正反映了明代士人走向「三教合一」思想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到傳統儒家的思
想正逐漸崩落，而晚明風氣的轉戾點也可以由時文的寫作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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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題比類，纂摘亂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判聖棄古，

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逮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師而

至於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32。 

 

舉業之師太過專注於考試的目的性，傳授的不再是學問，而是「苟就之術」

來「干榮要利」，這種作法也使得學術被進一步破壞。關於舉子業與求學問的關係，

何良俊曾透露小時從事舉業文的苦惱： 

 

余小時讀經書，皆為傳注纏繞，無暇尋繹本文，故於聖人之言茫無所

得。今久不拈書本，傳注皆已忘卻，閒中將白文細細思索，頗能得其

一、二。乃知傳注害人亦自不少33。 

 

過份專注於瑣細的傳注不僅對經文的理解沒有幫助，反而會讓學子「茫無所

得」。然而在明代的科舉制度底下，欲在科場上有所成就，非對程朱傳注非常精熟

不可。由此可見，限定以程朱傳注為標準的科舉制度在本質上對真正學問是有所

妨礙的。 

 

三、王世貞對科舉弊端的批判 

 

對於舉業的誤人，造成讀書人棄學問於不顧，王世貞也是深有體會的。《弇

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六〈與陳戶部晦伯〉云： 

 

甫離齔即從事學官，顧其所學，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

厭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叩之，自一二經史之外不

復知有何書，所載何物，語令人憒憒氣塞。 

 

                                                 
32 請參閱何景明《大復集》卷三十三〈師問〉。 
33 請參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四〈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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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讀書人所在意的不是學問，所以在獲取功名，身居要職之後，讀書的任

務便告終結，從此便不再讀書。這些經由科舉出身而不求上進之人，其學問甚為

狹小淺薄，其學問範圍只在一二經史之內而已。案所謂「鳴玉登金」是指一品及

二品的高官，「木天藜火」指翰林院。按明代制度，只有一甲前三名及庶吉士才能

進翰林院，而明代的輔臣多由翰林出身。而王世貞正因只考得二甲第八十名，又

未獲選為庶吉士，不能進入翰林院而達成其參與編修國史的心願，內心多少有些

遺憾34。然而，王世貞這番話等於是否定了科舉制度可以選拔出真正的人才，並認

為這些人昏庸糊塗，「語令人憒憒氣塞。」王世貞這樣的說法雖然有可能是事實，

然在如此少年氣銳之下，也使得他在刑部任職九年而不得調動35。 

以上旨在說明，科舉的制度使得讀書人以讀書作為追求名利的手段，致使做

學問的風氣衰落。由科舉而得官之人也因讀書僅限於考試的需要，而顯得識見淺

薄，能力不足以勝任要職。其實，在追求功名的為主要目的的前提下，一般讀書

人的淺陋尚不止此，王世貞所針對的不學之士尚知有一二經史，而歸有光在屢試

不第之後，更進一步指出一般舉子胸中只有背誦舊文上的「熟爛之語」，除此之外，

任何的經籍史冊皆不屑一讀，由此可見學術風氣衰敗之一斑矣！ 

由於科舉考試是士子獲取功名的重要途徑，科考的範圍只限於四書五經，因

此對於考試範圍以外的古文歌詩的涉獵有直接的排除性，故明代文人多有時文興

盛致使詩古文衰落的看法。 

這個說法並非明朝末年才產生，正德(公元1506-1521年)年間，李東陽在〈春

雨堂稿序〉中就已指出科舉制度妨礙文學創作： 

 

今之科舉，純用經術，無事乎所謂古文歌詩，非有高識力，不能專攻而

獨詣，而況於兼之者哉36! 

 

因為讀書人專注於科舉，而使得普遍上的讀書人無餘力從事詩古文。因此，

                                                 
34 有關王世貞的心態問題，請參閱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 
35 王世貞係因得罪嚴嵩而滯留刑部，九年不遷。通常郎官九年考滿，有文譽者，例得出為提學。
吏部兩推世貞為提學，均為嚴嵩阻擋，至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才升任為山東按察副使兼
青州兵備。 
36 請參閱李東陽《懷麓堂文．後稿》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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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對文學的最大影響，便是使得大部份文人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對於古文、詩

等較富文藝性文體無暇兼顧，造成創作的水準低落。 

專注於程文的學習可以讓士子獲取功名，然泛觀博覽之士卻常常終身不第。

文徵明曾上書王鏊自述道： 

 

年十九，還吳，得同志者數人，相與賦詩綴文，于時年盛氣銳，不

自量度，僩然欲追古人及之。未幾，數人者或死或去其在者亦或叛

盟改習，而某亦以親命選隸學官，於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

程式之文是習，而心中竊鄙焉，稍稍以其間隙，諷《左氏》、《史記》、

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時時竊為古文辭。⋯⋯一、二

知己憐之，謂以子之才為程文無難者，盍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為

古文非晚37。 

 

文徵明在科場上並不得意，五十歲左右才以歲貢生詣吏部試而授翰林院待詔

38，然不久即因專尚科目的風氣而「意不自得」，乞歸致仕後老死於鄉。文徵明正

是因立志甚高，「僩然欲師古人及之」而泛讀博覽，並「時時竊為古文辭」，這樣

的結果是他的詩文書畫雖大有成就，卻因未成進士而無法在朝據一席之地。 

在文中可以發現當時有志於作學問讀書人，其一般策略是先放棄自己的興趣

或志向，直到在科場中得意之後，再發展自己的志向。然而這些心投入於科舉考

試，除程文之外不讀其他書的士子在得官後能否回過頭來真正作學問，從前述王

世貞的〈與陳戶部晦伯〉的內容來看，是值得懷疑的。就以王世貞而言，王世貞

雖是後七子中號稱最為博學之士，與李攀龍共同主盟文壇，然亦是在成進士之

後，才能全力創作詩歌古文。王世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藝苑卮

言七〉中回憶其從事詩文創作歷程說道: 

 

                                                 
37 請參閱《甫田集》卷二十五〈上守谿先生書〉。 
38 文徵明至正德(公元 1506-1521年)末年才「以歲貢生詣吏部試」，案文徵明生於成化六年(公元
1470)，至正德末年應有四十八至五十歲的年紀了。請參閱《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頁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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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戲分

韻教余詩，余得「漠」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

黃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異日必以文鳴世。」是時畏家嚴，

未敢染指，然時時取司馬、班氏、李杜詩竊讀之，毋論盡解，意欣

然自愉快也。十八舉鄉試，乃間於篇什中得一二語合者。又四年成

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燁燁有俊聲，雅善余持論，頗相下上。

明年為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於社。 

 

王世貞在未中舉前，除舉業文字以外，由於父親的限制，尚不敢讀其他的雜

書，甚至連讀《史記》、《漢書》以及「李杜詩」也要偷偷進行。當時駱行簡雖對

王世貞的文采大加讚賞，給予很高的評價，許他以後必定成為文學大家，但從文

中的回憶看來，其父始終反對王世貞涉及四書五經以外的文章。王世貞在〈明詩

評後敘〉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駱)先生重賞之且激曰：『大雅在子哉！』稍長從

學官，習章句，不復記憶之。」直到「舉進士京師」之後，始「稍稍學為詩矣。」

39在中進士第前一切以舉業為先，這樣的情況與文徵明「以親命選隸學官」的情

形類似。  

王世貞曾經在《弇州山人續稿》卷七十四〈崑崙山人傳〉中，記載了蘇州

府吳江人王叔承的一段與自己類似的遭遇40：崑崙山人王叔承之父「倜儻負才氣，

涉獵? 文」，亦不甚在意於時文，去世時王叔承十二歲，臨死前撫王世承的頭要

他從事舉子業，不要象自己一般「廢家為書」，所以王叔承在服除之後，便跟從

其伯父「受博士家言」。王叔承的天賦很高「性資絕穎異，過目輒成誦」，因此其

學習「時業斐然矣」，但內心卻對舉子業甚為厭鄙，常常暗地裏「治古文辭」。被

伯父發現後大罵道：「縣官開古文辭科者，烏頭白矣！」，王叔承亦終究不能取一

第。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有志於治古文辭者除非亦能在科場得意，否則率多落魄

貧困41。 

                                                 
39 請參閱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明詩評》。 
40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七十四〈崑崙山人傳〉，頁 3640。 
41 《明史》文徵明本傳云：「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所衣藍衫，謂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
曰：『遭雨敝耳。』諫竟不敢言遺金事。」文徵明並不否認所穿衣服破舊，透露出在物質生活上並
不寬裕。請參閱《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頁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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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學習古文辭的過程與文徵明及王叔承相近，皆受到長輩的阻撓，比較

幸運的是他在二十二歲便考取了進士，然而他並不曾因科場上的順利而喜歡時

文。王世貞在一封寫給汪道崑的信中說道： 

 

生平惡博士弟子業，往在晉時，偶一弄筆，所謂老翁效兒戲耳，豈

謂其好之，而又饒習之耶42。 

 

所謂「在晉時偶一弄筆」，指的是在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任山司按察使

監鄉試時所作的五篇策43。在這段話中表現出與王叔承同樣的態度，只是王叔承

不能中舉，所以當了山人，王世貞則幸運得多，成進士之後便有餘暇從事其所喜

的古文辭，也因此當了文壇的領袖。 

其實，王世貞並未全然抹殺科舉文章的價值，他在萬曆十六年任職南京兵部

侍郎期間，在一個國子助教吳崑麓的墓碑上寫道： 

 

國家以六經四子義造士，為群? 冠，最無當於古。然至成弘間，吾

郡王文恪公鏊能以精純爾雅之致發之。凡一甲子而晉凌唐中丞順之

因以益暢，其羽翼有故薛學憲應旂、今姜宗伯寶皆能自振勵，駸駸

與古文辭角而並不朽矣。⋯⋯而吳先生宗高先後遊三君子之門，遂

與姜公同舉丙午薦，一時方名大噪，而先生居恒不自懌，曰：「訓

故家去道不為遠，然欲得聖人之心難矣，而況? 之以澹辭，束之以

聲偶，割綴帖括以求稅於人目，不亦鄙哉！於是博采而精思，務於

求聖人所以立言之指，而後托之筆，簡繁必濟、文質必諧，其文出

而諸握管者走相語曰：「此正? 也，此為故王文恪公法門也44。」 

 

                                                 
42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九〈書牘．汪伯玉〉，頁5570-5571。 
43 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正月，王世貞升任山西按察使，於七月抵達山西任所，八月監鄉試，並
撰山西五策：一．教太子策、二．六經策、三．太廟、文廟從祀策、四．論財計策、五．論邊事
策。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一十四、卷一百一十五〈山西第一問〉至〈山西第五問〉，
頁5353-5411。 
44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三十五〈國子助教吳崑麓先生墓碑〉，頁6198-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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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制藝「最無當於古」，但此中名家如王鏊、唐順之、薛學憲與姜寶的八

股文的成就卻能與古文辭一樣不朽，其原因在於能夠「博采精思，務求聖人所以

立言之指」。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王世貞反對的是從事八股文者的空疏不學，是

那些以追求功名為目的，而「? 之以澹辭，束之以聲偶，割綴帖括以求悅於人目」

的作品。王世貞在〈雲間二生文義小敘〉中說：「善為時義者，未有不譯經而驅

古者也。」，八股文之所以沒有價值，是因為「上之而不能得聖人旨，下之而異

岐於古文辭」45。廣義地來說，王世貞所謂的古文辭，是指科舉考試範圍以外的

學問46，由此我們可以暸解，只鑽研究考試範圍而空疏不學，是王世貞的主要抨

擊對象47。 

綜上所述，明代中葉的科舉制度之所以使得文學風氣不振，其主要原因是

訂定的範圍過於僵化所致：除設定以四書五經為範圍之外，又規定以程朱之注疏

為主，並在格式上以八股文為其形式。另外，科舉是唯一的仕進之路，所以明代

的讀書人便以獲取功名為目的，平日研讀除了考試之規定範圍之外更無他書，造

成眼界疏淺，即使中進士後亦缺乏廣博之學問。就如嘉靖時人何孟春所說的：「今

世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及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其最下

者，較資材之多寡，角生財之功拙48。」一般讀書人不注重學問及經世致用，無

論當官或末仕，不同身份地位所共同側重的，大都不外乎「名」、「利」二字。在

如此的社會風氣之下，王世貞對科舉的看法，著眼於一般讀書人為了應付科舉產

生的淺薄，而欲以古文辭的廣博以對抗科舉制度所產生的淺狹不博。 

                                                 
45 請參閱《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一〈雲間二生文義小敘〉。 
46 廣義而言，「古文辭」與「時文」是相對的範疇，從以上所引明人的意見來看，所謂「古文辭」
者，常與博學並舉，其具體的內容如文徵明所謂的「《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然
因各家主張不同，故在實際上不宜認定各家皆把《左傳》、《史記》等書籍皆視為古文辭的範疇。
亦請參閱簡錦松先生：《明代文學批評研究》頁138-140。 
47 科舉制度本身並非與明代文風衰落毫無關係，這一點王世貞也是有所認知的，然亦認為並非所
有的讀書人皆受科舉的毒害而皆空疏不學，只是有學問者未見得能得意公車。《弇州山人續稿》
卷一百三十五〈國子助教吳崑麓先生墓碑〉，頁 6200云：「前是有歸先生有光者藉甚公車聲，而
先生繼之。每試主司群以得二先生為快，既失之相與徬徨嘆嗟，如身見抑者。而二先生已放棹歸
矣。歸先生年六十幸收一第，然宦竟不達以死。」被公認的制藝大家竟然屢試不第，這對科舉制
度選賢授官的功能是一大諷刺。另外，由於制度上一甲三名須由皇帝裁鑒的關係，科舉考試的名
次亦有其不公平性，如《弇山堂別集．科考二》卷八十二，頁3585：「二十三年甲辰(1544)⋯⋯
上又夢聞雷，遂拔(秦)鳴雷為狀元。」名次竟然並非由制藝文字的好壞決定，而是由世宗的一個
夢境的偶然相合選定狀元。 
48 請參閱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六，「師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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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陽明心學末流與空疏不學的風氣 

 

由上節的敘述可知自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頒行《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

大全》於兩京國子監和地方府、縣學之後，朱熹的集注和宋代理學家的言論取得

了官學的權威地位，凡是有志於仕途的讀書人都必須以之作為唯一的標準。也因

此引發了一般讀書人空疏不學，除了科舉程文之外，其餘典籍一無所知的狀況。 

在思想方面，陳獻章、王守仁應時而出，提出心學以矯正社會唯功利是尚的

風氣49，並以講學的方式進行推廣，而形成了一般講學風氣。 

王守仁的學說本於陸九淵「心即理」之說，進而直接孔孟，以「良知」為中

心，認為善是存在於人心之中，是與生俱來的天性：「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

外求。」並提出「致良知」之說以處理「知」與實際的處世行為問題，認為「『致

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坐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知之真切篤

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50「致良知」之說直指人心，

不假外求，認為所有人皆有在實際行為中克服將萌之惡的本能，不須在繁瑣的訓

釋文字中探求真理，而此良知是人人天生皆備，與聖人同有；它賦予人們去惡從

善的自信，因此只要做到「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51，則人人皆有成為

聖賢的可能。如此，成為聖賢便不是由經書傳注中探求聖人之旨的讀書人之專利，

所有人包含不識字的老百姓全都包含於其中。於是王守仁的學說適用範圍大為擴

大，使得人人在沉淪的社會環境中皆能自我拯救。 

配合講學風氣的盛行，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在南京當官的呂楠、湛若水、

鄒守益「共主講席」，「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

變者，惟楠與羅欽順云」52。 

由於講學風氣的盛行，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二月和十七年(公元1538年)

                                                 
49 王守仁於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曾敘述其對當時社會風氣的看法：「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
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按指經學)，以為世
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請參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從
吾道人記〉。 
50 請參閱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頁181。 
51 請參閱王守仁：《傳習錄．中》。 
52 請參閱《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傳．呂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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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御史游居敬和吏部尚書許瓚分另要求禁止邪說，毀禁天下書院，但並沒有

明顯的效果。提學御史是講學活動的推動者，他們原來的職責是考校地方諸生及

教化民風，故其思想傾向直接影響地方風氣。嘉靖年間，提學御使改變了原先的

品、學標準，轉而講道學。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卷十一〈史九〉引皇浦汸的

話說：「今不問其人，但御史肯開口講道學者，即點提學矣。」指出提學御史對講

學的興盛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王學發展初期，他們的講學活動的目的是救濟時弊，在形式上與程朱之學

相異，然其企盼達到最高道德的成聖理想並未動搖，因此在行為上並無驚世駭俗

之舉。除王守仁外，其他人如羅洪先及林春也都能夠身體力行、「志行敦實」53然

王學以回復本性的體認再加以實踐的出發點漸漸出現弊端，曾擔任禮部尚書的陸

樹聲說王學： 

 

病世儒為程朱之學者支離語，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

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於虛談名理中54。 

 

晚明理學家劉宗周在〈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中也說： 

 

良知之說以救宋人訓詁，亦因病而立方耳。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

成、太活變，其病反甚於訓詁55。 

 

由於王學強調「良知」是人人所本有，並可由此返觀自照而抹除了聖人與凡

人的差異性，認為「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這種貴在自得的基礎在於「心」：主張「求於心而非，雖其言出之於孔子，也不敢

以為是；求之於心而是，雖其言出之於庸常而不敢以為非。」56這種強調「心」的

主體性的最終結果是忽略了生活上的道德實踐，這便是陸樹聲所說的「於致處則

                                                 
53 請參閱《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儒林傳．王畿附傳王艮〉。 
54 請參閱陸樹聲：《清暑筆談》。 
55 請參閱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十一。 
56 請參閱王守仁：《傳習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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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太活變」的後果。王學一方面固然使得思想可以自權威中解放，但也會由

於人人皆可自照本心而產生束書不讀的結果，從而由死讀傳注而無實解，轉成既

不讀書，亦不注重實踐的虛浮淺薄。這個現象造成了另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張

居正在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提出限制講學活動及撤毀書院的理由，指出這些

講學之士是：「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為虛談賈譽，賣法養交，甚

者公開倖門，明招請托。」57 

 

五、王世貞對陽明心學末流的批判 

 

對於空談心性所帶動的庸俗化社會風氣，王世貞亦深惡痛絕的。王世貞認為

功業、節義及文章是士人立世的標準，指出： 

 

所謂理學者，非能外是三者而創為高者也，其矩矱在心而其用在倫

常日用之內。出之為業則為事功，功成而紀述之則為文章。功有尼

而不得遂則為節義，而其體固未常變也58。 

 

從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王世貞的積極的濟世思想，認為聖人之道就在倫常日

用之內，最上者得以創立功業，有志於功業然因有阻礙而不能成就，則化為節義

以為典則，至於文章則是讚述功業之作，表現出一種功能論的文學思想。王世貞

認為此三者包含了立世的所有價值及意義，捨此之外無他，以此標準衡量天下之

士，則可對其言行作一值價判斷。 

在這方面，王世貞認為講理學者則三者俱欠：「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

奈何籠天下之鮮脩者學者而合之，取其最汙最下而謂為遠且大也。」提出講心學

者不學不聞，以空談性命來掩飾其學識淺薄，於是「? 學則避之聞見之外以為良，

鮮脩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為卓」，以性命、心性為口實以逃避知識，且其行為淺薄無

知，與人談論：「一語合則囂囂然而遽謂堯舜，一不合則嘵嘵然而詈其罪。」認為

                                                 
57 請參閱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奏疏四．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58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六〈策類．湖廣第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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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其學虛妄，兼且黨同伐異，強頑之極59。王世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

十四〈策類．山西第二問〉也表明了他對王學末流帶動空疏不學風氣的擔憂： 

 

得其要則六經為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為六經役，老

死而汨汨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則不在此。今世之學者於書偶

有所窺，則欲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為排先儒

之詣而閏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

以使人不可詰⋯⋯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認為死守於訓詁傳注之中，重視六經之表而不得聖人之心固然是一大弊病，然今

世之學者不深入於學問之中，以一得之愚便欲取代聖人之正統，使無學無行者得

此藉口以張大旗鼓，此弊猶過於死守訓詁。這個看法與明末儒學家劉宗周所說的：

「往往看良知太見成、太活變，其病反甚於訓詁」，是相當接近的。 

關於對王學末流的態度，王世貞在其《弇州史料後集》有更詳細的敘述： 

 

嘉隆之際，講學者盛行於海內。而至其弊也；借講學而為豪俠之具，復

借豪俠而恣貪橫之私。其術本不足動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與鼓羽翼，

聚散閃倏，幾令人有黃巾五斗之憂。? 自東越之變為泰州，猶未大壞，

而泰州之變為顏山農，則魚餒肉爛，不可復支。顏山農者，其別號也，

楚人。讀書不能句讀，亦不多識字，而好意見，穿鑿文義，為奇邪之 

間自一、二語合，亦自洒然而聽。所至必先使其徒預往，張大衒耀其術，

至則無識淺中之人亦有趨而附者60。 

 

王世貞直接把社會風氣的敗壞直接歸咎於王學末流的活動，認為顏鈞本人不多讀

書，文化水平不足，學說完全無據，卻又好為議論，喜歡聚眾講學，且往往標新

立異，利用門徒制造轟動性的效果以引人注目，使得「淺識之人」為其術所惑而

                                                 
59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六〈策類．湖廣第四問〉。 
60 請參閱《弇州史料後》卷三十五「嘉隆江湖大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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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附之，造成不良風氣的進一步擴散。按泰州學派的特點是在一定程度度上肯定

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認為人為了生存所從事的各種物質活動，只要不是刻

意損人利己或是過于放縱，皆屬於合乎道德的行為，沒有必要嚴加約束，所謂「自

朝自暮，動作施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由於不講求高深的

學問，一切從日常生活中追尋，並且不排斥物質上的欲望，這些主張對於社會下

層的老百姓而言無疑是最容易實行的。因此，屬泰州學派一脈的顏鈞及何心隱等，

對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不事檢點，以令人側目的開放姿態活躍於下層社會61。王世貞

在在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以前，就已聽聞何心隱等泰州學派門人的事跡，並

認為其行事與「俠」無異62，因此在湖廣按察使任內，曾因反對何心隱等人的講學

作風而受到當地人的訾議。平心而論，顏鈞與何心隱的處世理想與王世貞並未相

差太遠，皆是以重振社會風氣、掃除社會中的虛偽為目標。只不過王世貞肯定學

問(見聞之知)的價值，所肯定的事功與節義標準與顏、何不同，因此對顏、何等

泰州學派鉅子活動於下層社會的講學方式自然不能認同。 

 

其實，王世貞對王守仁致良知之學基本上還算是推祟的，他在《讀書後》卷

四〈書王文成集後二〉說道： 

 

王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動處見本體，不必究析其

偏全而沈切痛快，誦之使人躍然而自醒，人皆可以為堯舜要不外

此，第孟子之所謂善足矣，乃必盡闢他說，以獨伸吾是；文成之所

謂良知足矣，乃至盡引經語以證吾合、吾伸、吾是，而彼之所謂是

者亦出矣；吾證吾合而諸牽蔓而不能悉合者，亦出矣。譬之行道而

康莊，見者振足，噉酪而得醍醐，聞者朵頤，何暇辨他岐別異味哉！

乃北人不學，? 文成之俎豆而膚辭詆訶之，真蜉蝣之撼樹，可笑也！ 

 

肯定王守仁之「致良知」為「沈切痛快」，可使人「躍然而自醒」的精闢之說，並

                                                 
61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卷三十二云：「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
輩，遂非名教所能羈絡矣。」 
62 王世貞在《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二〈與郭中丞〉中說道：「十二年前僕時憂居鄉，則見有
談何心隱與邵樗朽，皆大俠也，其所為如在吳興、在新鄭諸事，皆目所不忍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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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其他人之所以視王學為異端，是為不學之過，是蜉蝣撼樹之舉。按王世貞此

言所說的「? 文成之俎豆而膚辭詆訶之」，是指隆慶四年（公元1507年），王世貞

在其〈山西第三問〉中，力主王守仁從祀孔廟，然反對者認為王守仁之學「近於

慧與寂者」，於是盡量排擠63。王世貞雖也承認王學有流於於慧寂之處，然認為這

是「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64。」指出守仁之學最後流於狂狹之具，乃是末流之

過，而王守仁之道德事功，應當具有從祀於孔廟的資格65。 

一般論者多認為明代的文人受理學影響較深者，多主復古，受心學影響者，

多主張趨新以求變，互不相下而形成偏勝之批評風氣66，然由以上王世貞的論述來

看並不全然正確。平心而論，王世貞並不反對心學，由他對王守仁相當敬佩而主

張其從祀孔廟的事實來看，王世貞並非著意於要維持儒家思想的正統67，他反對的

是完全拋棄見聞之知，過度強調不學不慮，又不注意生活細節的王學末流68。這些

末流的行徑就如嘉、隆之際查鐸在《水西會語》所說的：「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

所近與先入之見。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久之，各有效驗」，「各

有所見⋯⋯遂以為本來面目。」只把握了一個側面，就以為看到了整體，而以為

只有自己才發現了真諦，這種以偏代全的態度與主張全面性博學態度的王世貞是

有衝突的。王世貞與泰州學派諸子的主要相異之處，即在於強調知識學問的基礎69

                                                 
63 雖然王守仁的心學在整個明代中後期成學術界的主流，然而官方學術還是恪守於程朱之說的範
圍。因此在王守仁死後，很多人上書主張讓其從祀文廟，均未得到准許，一直到萬曆十二年(公元
1584年)，王守仁去世後五十六年才取得從祀文廟的資格。 
64 請參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五〈策類．山西第三問〉，頁5386-5387。 
65 關於王學末流，王世貞在《弇州山人續稿》卷七十三〈鄧太史傳〉中亦有所補充說明：「弇州
生曰：明興談理學者，創發自江右矣，吳聘君鼓之，若胡而羅而張舞之，迨文成之鐸振而遺響為
聶為鄒為歐陽復為羅，而今樹赤幟者三胙，夫其分門戶張頤頰，雲蒸風從，豈不偉然鉅觀哉！十
仞之垣、三仞之遺而狐鼠托焉，亡他中? 也。余不自量，偶一及之於楚棘，而首幾碎於狙俠之齒，
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認為王學中之有如顏鈞者，猶如狐鼠之輩藏匿於巨廈之遺中，並非王學
本身的問題。 
66 請參閱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第三章第二節。 
67 王世貞的處世思想之中其實持有折衷三教的態度，如其以襌悟論詩，並多處推崇佛老之言，例
如說：「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
博、《維摩》之奇肆，駸駸乎《鬼谷》、淮南」上矣。」(《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藝苑
卮言三〉)王世貞在弇山園中建閣藏佛、道經以及他的晚年奉道，便是他同時受到三教影響的表現。 
68 按顏鈞及何心隱等人其實並沒有王世貞所說的不堪，他們把陽明心學傳入一般平民百姓之中當
然具有一定的貢獻。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問題並不是以後世的眼光六加以批判，更重要的是要
理解王世貞在面對當時社會現象所產生的觀點及意見。這種觀點及意見是做為王世貞理解世界及
產生因應之道（提倡古文辭）的基礎。 
69 王世貞非常強調學問的根柢，認為盡黜漢學而尊宋學，是「陷宋儒於背本」的作法，因為宋學
諸子解釋經義，亦須以訓故之學為本，否則即令「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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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振奮世風的作用。 

 

六、結論 

 

錢鍾書即曾對陽明心學與前七子的復古併起於一時覺得難以理解：「有明

弘、正之世，於文學則有李、何之復古摹擬，於理學則有陽明之師心直覺。二事

根本抵牾，竟能齊驅不悖。」70對在共同的社會條件之下，如何能夠同時接受守舊

與創新兩種相反的主張提出了疑問。由於未充分發掘復古詩文論的文化意義，徐

朔方先生曾在《王世貞年譜．引論》說道：「復古思潮在理論上並沒有驚人之處，

他們的創作也沒有太大的成就，何以風靡一時，從文學本身難以得到說明。」71對

帶動一時風潮的王世貞等七子派詩文論的價值表示懷疑，認為王世貞能成為文壇

的盟主，與其早年在政治上對抗嚴嵩所帶來的聲望，及晚年身為高官顯爵的地位

有直接的關係，並非出自於文學上的原因。 

關於錢鍾書的困惑之處，我們可以參考李贄的看法，他在〈與管登之書〉中

說道：「人生亦自有雅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也。如空同先生與陽明先生同生同世，

一為道德，一為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精光俱在，何必更兼談道理耶？人之敬

服空同先生豈減于陽明先生哉？」72李贄把李夢陽與王守仁並列，認為李夢陽之「文

章」與王陽明之「道德」兩者俱能留名於千秋萬世之後，並且極力推崇。按照一

般的看法，李贄提倡的「童心說」與李夢陽的文學主張復古甚不相合，李贄為何

能如此推崇李夢陽的文章？其原因是李贄把李夢陽的復古主張看成是「振起古

學，力變士習」；「作為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

郁，蔑以尚矣」73，與王陽明的心學皆有振興社會風氣的功能的緣故。 

對於徐朔方先生對王世貞詩文論的價值的疑問，亦可由時人的觀點獲得提

示：王錫爵為王世貞作〈神道碑〉，就把王世貞與王守仁相提並論，認為由於王世

貞提倡文學復古，使得：「一時士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

                                                                                                                                        
閱《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五〈策類．山西第三問〉，頁 5389。 
70 請參閱錢鍾書：《談藝錄》頁303。 
71 請參閱徐朔方：《徐朔方集》第二卷，頁 490。 
72 請參李贄：《李溫陵集》卷六〈與管登之書〉。 
73 請參閱李贄：《續焚書》卷二十六〈文學名臣．副使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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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指出其功在「變俗」，是種教化的理想，與王守仁之講學相類。因此王世貞

的復古亦是建立在社會的需求上而發，故能迅速引起廣大的迴響，並不見得只是

淺薄者對其身份地位的依附；由本文的論述可以發現王世貞提倡古文辭的目的之

一，在於強調知識學問的基礎，矯正一般讀書人為了應付科舉所產生的淺薄，以

及在王學末流影響下所產生的日益庸俗化的文化現象。 

由這個意義而言，王世貞復古主張之根本目的，並不是如郭紹虞所說的明代

的文人「只在於文藝上討生活」74，而是對文化進行復興與改革。在這樣的理解之

下，我們才能解釋在文學上提倡「童心說」的李贄，為何並未詆訶王世貞，反而

對之推崇有加。李贄認為王世貞是「文章大家」、「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並惋惜

其「有才不竟其用」，對他之「氣籠百代」並未表現任何的反感75。我們以為，這

皆是因為李贄與王世貞一樣，其文學主張之用心乃針對文化上之改革，而非文藝

思想上之對立所致。 

 

 

 

 

 

 

 

 

 

 

 

 

 

 

                                                 
74 請參閱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436。 
75 請參閱李贄：《續藏書》卷二十六〈文學名臣．尚書王公〉，頁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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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Significant of Wang Shi Zen’s view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Wang Yang 

Ming Thinking 
 

Toh, Hock-An 

 

Abstract 

 
The literary theory brought out by Wang Shi Zen of the Ming dynasty can’t be 

simplified by “just copying or duplicating the classical works ”,as it contains  

consciousness of an ideal style of liv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Wang Shi Zen’s 

literary theory is to advise a poet to read more classical works before writing.（the 

reading material must be a master pieces and the reader must read a large quantity of 

canon） As there was a great concern in cultural, Wang’s theory appear to make lot of 

historical review and thus having great interest in obtaining knowledg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view on literary criticism had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Wang Yang Ming’s thinking. Wang Shi Zen criticized that 

most of the Intel lecture are only reading books for the examination （i.e.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Work of Confucius Canon）and are not knowledgeable at all. Wang 

Shi Zen also criticized that Wang Yang Ming’s thinking causes people thought that 

knowledge is not closely related with spiritual life, and refused to be knowledgeable. 

From the literary and social criticism of Wang Shi Zen, we can find that the main 

concern of Wang’s literary theory contain profound cultural Significant in his time.     

                

Keywords：Wang Shi Zen(王世貞)，Restoration of the Ancient Way(復古)，Imperial 

Examination(科舉)，The Study of Wang Yang Ming Philosophy(王學)，

Intellectualism(智識主義)，Cultural Reformation(文化改革) 

 


